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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陸地區開展臺灣史研究自 1980 年迄今已近四十年。其崛起與海峽兩岸關係

的轉換有極大的關聯。1979 年中共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宣告對台方略從“解放臺

灣”轉變為“和平統一”，政策變化後的對台工作需要智力的支撐，於是以廈門大學臺

灣研究所（後改院）為代表的一批涉台研究單位陸續創建，臺灣史研究趨於興盛。

近十年間儘管兩岸關係發展曲折，但臺灣史研究卻未曾受到負面影響，相反其“顯

學”之地位日益穩固。如若檢索臺灣史相關著述與文章，當可拉出長串且炫目的清

單。然而我們應當清醒地看到，大陸地區的臺灣史研究既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圖景，

同時也存在著相當的泡沫成分，一批論文追風頭、趕時髦，學術水準較低。因此，

本文將著力介紹大陸地區近年來較具代表性臺灣史研究成果，至於面上的論文目錄

建議登錄中國知網查詢，不再贅述。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歷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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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一直以來都是臺灣史研究的熱點，這與臺灣史的特殊性有關。前面我們

說過，臺灣史研究的崛起與兩岸關係發展密切關聯，不可避免地順應著政府和社會

的需要而在研究問題取向上有所側重。早期臺灣史的研究重點無疑是鄭成功收復臺

灣、康熙統一臺灣、林爽文為代表的臺灣農民起義、臺灣人民抗擊外來侵略等，在

本文涉及的日據與光復初期歷史時期內，則有霧社事件為代表的日據時期抗日鬥爭

以及臺灣光復、二二八事件等。此外還舉辦了多場全國及國際學術研討會，出版了

系列論著和史料選編。 

近十年間，臺灣史研究仍然以政治史為聚焦點，與前不同的是研究範圍的擴大、

學術水準的提高及史料搜集整理大為加強。大致而言，主要圍繞著以下幾個領域展

開： 

其一，臺灣共產黨研究。台共研究以臺灣學界為其發端，早期由於各種禁忌大

陸方面反而研究步伐緩慢，近年來隨著思想解放和黨史研究領域的活躍，台共研究

也被納入了學界的視野。其要者如張春英的《共產國際“左”傾錯誤與日據時期臺灣共

產黨的解體》（《黨史研究與教學》2010 年 01 期），宋邦強的系列論文《日本侵佔時

期臺灣共產黨政治綱領焦點問題評析》（《中共黨史研究》2010 年第 4 期）、《日據時

期臺灣共產黨分裂之研究》（《現代臺灣研究》2011 年第 2 期）、《日據時期臺灣共產

黨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研究》（《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 年第 3 期）、《日據時期臺灣

共產黨對農民運動的影響》，（《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13 年第 3 期）、《日據時期

臺灣共產黨對工人運動的影響》（《理論月刊》2016 年第 5 期）。其彙集成果是宋氏的

《日據時期臺灣共產黨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2 年版）。該書為作者

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訂出版，全書共分六個部分，分別是台共成立的歷史背景、

成立經過、台共政治大綱、失敗原因、其與日本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以及對

臺灣政治運動的影響。然由於其依託的主要史料是《總督府警察沿革志》，在新史料

挖掘和學術創新上均有待突破，個別論述存在較明顯的借鑒痕跡。總之，該書的意

義在於作為大陸第一部研究臺灣共產黨的專門著作，對於人們系統瞭解台共發展史

有一定的價值。與此同時，關於台共成立大會之中共指導者彭榮的研究亦興盛一時，

主要論文有：梁化奎：《指導臺灣共產黨創建者詳考》（《中共黨史研究》，2013 年第

6 期），王鍵的《出席台共成立大會的中共代表“彭榮”身份辨析》（《北京社會科學》

2013 年第 4 期）及筆者的《台共成立大會之中共指導者彭榮其人補論》（《臺灣研究

集刊》2016 年第 5 期）等等。彭榮其人究竟為誰？在學界長期視為疑案。或曰瞿秋

白、或曰彭湃，但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出版的共產國際史料集——《臺灣共產

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為人們揭開了迷霧——任弼時說成為

定論。後續學界發表的論文除了肯定彭榮即任弼時之外，主要是從各個角度論證其

可信度。此謎團之得以水落石出，上述史料的發佈功不可沒。不過，儘管台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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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漸成氣候，其中的短板仍不容忽視，如台共內部矛盾、路線鬥爭、中共“左”傾錯誤

影響之研究及謝雪紅、翁澤生等領導人的歷史評價等等，都有待進一步深化，其間

的一些敏感問題（如左傾錯誤的責任、建設臺灣共和國的主張等）亦有待辨明與破

解。 

其二，二二八事件研究。二二八事件歷來是大陸學界重點關注的課題，早期官

方將其定位為反抗國民黨暴政的人民起義，故又稱為二二八起義。近年來隨著相關

研究的深入和兩岸陸續公佈的豐富史料，人們對這一臺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有了新

的認識，目前普遍的提法是：二二八事件既是一場反抗國民黨專制統治的鬥爭，同

時也是臺灣人民爭取民主和地方自治運動。大致而言，近期大陸地區的二二八事件

研究，較多集中於圍繞其周邊及陳儀其人的討論。如鄧孔昭的《陳儀與臺灣光復初

期的文化重建》（《臺灣研究集刊》2011 年第 1 期）馮琳的《國民黨退台初期向下紮

根的嘗試》（《當代中國史研究》 2011 年 05 期）等，而二二八事件本身的研究卻稍

顯不足。臺盟經年主辦相關會議，包括 2017 年大規模紀念二二八事件 70 周年活動，

但大多數公開發表的文章較缺乏學術水準。在為數不多的論文中我們選擇兩篇較具

代表性的論文予以介紹。第一篇是著名蔣介石研究學者中國社科院楊天石的《二二

八事件與蔣介石的對策——蔣介石日記解讀》（《民國人物與民國政治》，北京：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 年版），楊天石在文中引述大量史料後認為，“既是抗暴，反對

腐敗政治，又是騷亂；既有正義性合理性的成分，又有非正義與非理性的成分。這

就是二二八事件的雙重性。”他主張：“28 日以後，事件分別向不同方向發展。一是

要求政治、經濟改革，一是奪械暴動，推翻國民黨政權，一是要求臺灣‘獨立’或聯合

國託管。”對於蔣介石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文章表示蔣雖在事變初期要求實施“現時唯

有懷柔”的政策，但對陳儀後續強力鎮壓，亦至少採取了默認的態度。對於二二八事

件研究所應遵循的原則，他主張，“世界是複雜的，歷史也是複雜的。許多歷史事件

往往具有雙重性或多重性。如果人們只看到其中一個方面，就很難掌握全貌。而當

人們為了某一目的，有意突出、誇張、強調其中的一個方面時，事件的真貌往往就

更難以認識。”另一篇是北京大學張鈞凱的《作為思想問題的“二二八”》一文（《文化

縱橫》2017 年 10 月號），文章開宗明義指出：“發生在光復初期的二二八，牽涉到的

不只是民族歷史的中斷與接續，還包括了更高範疇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為近代中

國兩岸造成的傷害與遺留的瘡疤，至今都還制約著兩岸的互動與前景。70 年後，已

經到了讓二二八從歷史與政治迷霧之中走出來的時刻了。”他認為“二二八事件，是臺

灣的被統治階級對於矛盾激化已深的官民結構的總體回應：打倒貪官污吏，要求民

主自治。‘官逼民反’是較為接近事件本質，也具有常識性的判斷。”“二二八從來不是

區域性的外省/本省之間的對立衝突，而是被統治階級對統治階級的不滿的集中爆發。

充分體現了轉折年代的人心向背，在客觀的態勢上成為了全國反蔣運動不可或缺的

一環。”對於迄今仍具一定敏感度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我們認為楊天石先生的提法或

較具客觀性：它需要“冷靜、超脫的客觀立場和嚴格的科學態度”，以“還原歷史本相”。 

其三，兩岸關係史研究。日據時期的海峽兩岸關係相較之前發生了轉折性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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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臺灣從中國的一個省淪為日本的殖民地，臺灣人成為所謂的日本國臣民，臺灣

與大陸的關係從國內關係變成與日本殖民地之間的特殊的“國際關係”，臺灣人身份的

改變也使得他們到了大陸之後成為日籍台人，產生了臺灣籍民這一特殊群體。而光

復後臺灣重歸中國版圖，兩岸關係又複歸國內關係。近年來，日據時期兩岸關係研

究方興未艾，並且隨著史料發掘整理工作的加強和諸多學者的加入，研究領域遍及

方方面面。史料整理方面，有重量級的《館藏民國臺灣檔案汇编》（北京：九州出版

社 2006 年版），和《臺灣義勇隊檔案史料選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廈台關

係史料選編》（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3 年版）《臺灣光復史料選編》（廈門：廈門大

學出版社）及《近代廈台交流檔案資料選編》（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2017 年版）

等。著作方面有黃俊淩的《抗戰時期福建崇安縣的臺灣籍民》（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0

年版），褚靜濤的《國民政府收復臺灣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2013 年版），筆者的

《日據時期臺灣與大陸關係史研究（1895-1945 年）》（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3 年版）。

相關論文有陳榕三的《日據時期閩台“三通”歷史變遷》（《現代臺灣研究》2010 年第 5

期），毛章清的《略論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對廈門的新聞殖民活動》（《中國青年政治

學院學報》2010 年第 1 期），趙國輝的《日據時期在廈臺灣籍民的司法管轄》（《臺灣

光復六十五周年暨抗戰史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2 年版），林

星的《日據時期閩台農業交流的概況及特點》（《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12 年第

4 期），張曉輝的《日據時期的臺灣銀行與廣東》（同上），許維勤的《臺胞在福建等

地的抗日活動》（同上），筆者的《試論臺胞在大陸的抗日活動及其對臺灣前途命運

的思考》（《臺灣研究集刊》2012 年第 4 期），10、劉芳的《1900 年日軍登陸廈門事

件再研究——著重中國大陸、日本、臺灣三方的互動》（《臺灣歷史研究》2014），史

吉祥的《日本殖民地博物館文化研究（上）（中）（下）——以關東廳博物館和臺灣

總督府博物館為例》（《溥儀研究》2014 年第 2，3，4 期），王琨的《殖民地臺灣與偽

滿洲國“放送劇”研究(1937—1945)》（《臺灣研究集刊》2015 年第 2 期）和王海的《中

日警察權與籍民管理之爭——以廈門警察分局事件為中心》（《臺灣研究集刊》2017

年第 3 期）等。光復前後的兩岸關係方面，有陳榕三的《光復前後閩台往來關係歷

史變遷》（《臺灣光復六十五周年暨抗戰史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2 年版），馮琳的《臺灣光復前國民黨對臺胞的宣傳及其缺失》（同上），周偉亮、

郭權的《“臺灣警察幹部訓練班”與光復初期的臺灣警政》（《海峽教育研究》2016 年

第 3 期），馮琳的《開羅會議至戰後初期蔣介石的複台努力和主張》（《四川師範大學

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 5 期），林星的《光復後閩台交流的特點——以赴台

考察團為例》（《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14 年第 1 期），莊恒愷;、隋欣卉的《臺

灣光復初期大陸學生赴台現象探析》（《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16 年第 6 期），郭

江山的《臺灣光復初期的“國語推行員”——以廈門人林良為研究對象》（《海峽教育研

究》2016 年第 3 期）以及吳永甯、林真的《抗戰初期（1937-1938）在閩台民回復國

籍論析》（《閩台文化研究》2017 年第 4 期）等等。上引論文只是相關研究成果的一

部分，可以看出兩岸關係研究已然成為大陸臺灣史研究的一大亮點，個中的緣由自



近年來大陸地區日據及光復初期臺灣史研究概述 5 

是相關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和地方學者基於檔案史料、地方文獻發掘而帶來的學術

貢獻，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其中不少新史料的發表與解讀（如武夷山檔案館的台民檔

案，福建省檔案館的涉台檔案），這些檔案資料的陸續刊佈，給兩岸學界進一步深入

研究海峽兩岸關係史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同時也易於大陸臺灣史研究形成自身特色

與優勢，相信未來很長的時期內，這個領域都將是大陸臺灣史研究的強大學術增長

點。 

此外值得一提的還有孔蘇鹽、劉小新的《1920 年代臺灣左翼思想的興起及與東

亞左翼知識圈的互動》（《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 5 期），作者

指出 1920 年代的臺灣左翼運動是中國、東亞和世界左翼運動的一部分，“臺灣左翼思

想亦與東亞思想運動同步，它緊扣 1920 年代東亞局勢的發展，只有將其置於東亞左

翼運動的整體性框架下加以探究，我們才能進一步把握臺灣左翼思想的形成與歷史

位置，亦有助於我們理解臺灣左翼青年從事左翼文化運動的垮域路徑，以及東亞左

翼知識圈的建構與互動等問題。”相關論文還有該作者的《論 1927-1937 年臺灣左翼

思想的發展及問題》（《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 5 期）和《潛流：

1950-60 年代臺灣左翼的存在形態》（《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17 年第 8 期）等。

我們認為，將臺灣史與東亞的關聯加以梳理，分析東亞區域歷史的交互嵌入性，是

將來臺灣史研究值得探索的方向。 

二、文化教育史研究 

文化教育史是除了政治史之外的另一個熱點課題，在大陸學界文化熱的影響下，

臺灣史也出現了開展文化歷史研究的小高潮，而教育問題對於高校系統的學者，則

歷來是其關注的重點領域。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文化教育史研究的熱度有趕超政治

史研究的趨勢。 

近年來臺灣文化史的主要論著首推謝必震的《臺灣歷史與文化》（北京：海洋出

版社 2009 年版），該書在系統梳理臺灣文化發展歷程的同時，其內容並涵蓋了文學、

音樂、美術、戲曲、工藝、舞蹈、電影、飲食、民俗信仰與宗教等等各個方面。與

此類似的還有林仁川等主編的《中國地域文化通覽：臺灣卷》（北京：中華書局 2014

年版），一方面描述了臺灣文化的歷史淵源，表現形式與獨特魅力，另方面展示了臺

灣地域文化與中華主體文化的關係，認為閩文化是臺灣文化的主要影響源，臺灣文

化是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多元文化體，並具備了海洋文化的顯著特徵。以下我們就

近年來臺灣文化教育史相關主要論文予以簡要介紹。 

（一）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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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著有尚紅娟著《臺灣地區公民教育發展中“文化認同”變遷之研究 1945-2008》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主要論文有郗玲芝的《論光復前臺灣多元文

化的形成與發展》（《民族論壇》2013 年第 5 期），陳韻的《抗戰時期臺灣知識份子社

會角色分析》（《福建論壇》2010 年第 5 期），陳名實的《日據時期臺灣儒學的本土化

與民俗化》（同上 2010 年第 8 期），左玉河的《日據時期臺灣的墨學研究——以黃純

青、連雅堂、張純甫等人為中心的考察》（《徐州師範大學學報》2012 年第 5 期），楊

齊福的《再論 1911 年梁啟超臺灣之行》（《學術評論》2012 年第 1 期），王瑩的《日

據時期臺灣社會習俗的演變》（《呼倫貝爾學院學報》2010 年 05 期），李晨的《從紀

錄片跳舞時代看臺灣日據時期流行歌曲文化現代化的殖民性》（《華文文學》2011 年

第 2 期），成喬明、謝建明的《殖民統治下臺灣音樂界反日活動考察》（《南京藝術學

院學報》2012 第 4 期），張曉鋒的《扶持與統制: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地區廣播事

業的歷史考察》（《新聞與傳播研究》2014 第 12 期），周海娟的《日本殖民統治者在

臺灣的戰時廣播宣傳》（《傳媒觀察》2014 第 10 期），楊雄、曹立、葉佳梅的《殖民

地開展體育運動的文化入侵和文化認同──以日據時期臺灣登山運動為例》（《體育科

學研究》2015 年第 5 期），李曉紅、林豪的《日據時期臺灣電影產業的日本統制狀況

研究》（《電影新作》2014 年第 4 期），林豪、李曉紅的《“皇民化”時期臺灣紀錄片的

帝國記憶與殖民宣傳——以﹤南進臺灣﹥為例》（《當代電影》2016 年第 3 期），張羽的

《臺灣地景書寫與文化認同研究》（《臺灣研究集刊》2012 年第 3 期）《殖民地臺灣與

“滿洲”文化圈研究》（《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 第 3 期）《日本殖民

臺灣時期糖業文化書寫研究》（《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5 期），

筆者的《日據時期臺灣宜蘭地方社會轉型初論(1895—1936 年)——以社會經濟與教育

文化為視域》（《臺灣研究集刊》2013 年第 2 期），《碑刻文獻所見之日本在台殖民統

治與社會變遷》（《臺灣研究集刊》2014 第 6 期），張曉平的《語言轉換中的選擇——

論日據時期臺灣本土作家的文化心態》（《暨南學報》2014 年第 8 期），光復後臺灣文

化研究有黃俊淩的《光復初期臺灣社會文化事業的重建與發展》（《閩台文化交流》

2012 年第 3 期），葉泓的《臺灣省編譯館與光復初期創傷文化重建》（《時代報告（學

術版）》2014 第 10 期），王玉國的《從公會堂到中山堂:公共空間的歷史轉變——以

臺灣光復前後的文化為中心》，（《閩台文化研究》2015 年 2 期），何卓恩的《光復初

期“臺灣文化協進會”宗旨與始末初探》（《蘭州學刊》2016 年第 1 期），歐陽月姣的《從

“殖民地”到“國統區”：國族魅影籠罩下的臺灣去殖民化困境》（《臺灣研究集刊》2017

年第 4 期）等等。限於篇幅，還有許多的文化史類論文無法一一展示。從研究內容

看，大陸學者在承認臺灣文化多元性的同時大多強調中華文化的主體地位，而對於

日據時期至光復後的臺灣文化變遷軌跡，主張其大致沿著殖民-反殖民-同化-抵制（或

受容）-再中國化線索進行。臺灣文化史的研究領域亦多姿多彩，既有傳統的宏觀文

化闡述，也有地方文化的微觀透視，還有音樂、廣播、登山、博物館、紀錄片、公

共空間等等的探討，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將抽象文化落地是其特點與趨勢。對於光復

後轉折時代臺灣文化的研究，黃英哲教授的 “去殖民化/再中國化”已成為大陸學界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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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接受的敘述話語，但亦有人指出光復後臺灣的中國化與日據時期臺灣的日本化是

不同的，前者並非絕然強制性而是帶有普遍的自覺性。 

（二）教育史研究 

教育是培養人的社會活動，日據時期及光復後的臺灣教育之所以受到普遍重視，

就在於兩次的歷史性轉換帶給臺灣社會與臺灣人的思想觀念衝擊遠大於社會變遷帶

來的物質現實衝擊，而構成思想衝擊的主要場域即是教育。無論是稱之同化教育還

是曾在光復初期被提及的奴化教育抑或近年來將教育置於殖民現代性框架的解構恐

均無法涵蓋日據時期的複雜狀況，光復後的再中國化教育同樣在自願與強制的爭論

中糾結不清。客觀地說，任何執政者必依其指導思想貫徹執行其教育方針，日本殖

民統治固然選擇同化方針，光復後國民政府之去殖民化再中國化政策亦為其必然之

選擇，至於探索其如何與為何則是學者的責任與研究方向。 

近年來的臺灣教育史研究擇其要者，在論著方面有黃新憲的《臺灣教育：從日

據到光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全書共分 16 章，全面地論述了日

據至光復後臺灣教育發展的歷史，認為這一時期的臺灣教育經歷了從殖民教育到愛

國教育的發展，在中國教育發展史上有著獨特的地位。在論文方面，日據時期臺灣

教育史研究有黃新憲的《日據時期臺灣女子留學日本考》（《教育評論》2010 年第 4

期）《日據時期臺灣職業教育探討》（同上 2012 年第 2 期）《日據時期臺灣小學校初

探》（同上 2012 年第 4 期），蔡培瑜的《日據時期臺灣高等學校的創立與發展——基

於臺北帝國大學的研究》（《教育與考試》2012 年第 3 期），筆者的《日據初期臺灣的

書房調查及殖民地教育整編》（《臺灣研究集刊》2010 年第 4 期）《日據時期臺灣初等

教育課程與教科書析論》（同上 2015 年 4 期），都斌的《日據時期臺灣“同化教育”研

究——以“國(日)語同化”政策為中心》（《抗戰史料研究》2012 年第 2 期），許彬彬、

李無未的《日據初期臺灣閩南話會話課本教學和方言史價值》（《臺灣研究集刊》2012

年第 2 期），吳麗仙的《日據時期臺灣文化協會的教育活動》（《海峽教育研究》2013

年第 1 期），曾繁相的《論日據時期殖民地經濟政策對臺灣職業教育發展的制約》（《福

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6 期），石嘉的《近代以來臺灣的留日教育》

（《北京社會科學》2015 年 10 期）等。光復初期臺灣教育史研究有褚靜濤的《臺灣

教育的接收與重建》（《民國檔案》2013 年第 1 期），崔明海的《光復初期臺灣國語運

動的開展及其社會影響》（《抗日戰爭研究》2013 年第 2 期），隋欣卉的《臺灣光復初

期的語言狀況》（《海峽教育研究》2013 年第 1 期），鄭巍的《試論光復初期的臺灣高

等教育》（《現代臺灣研究》2013 年第 4 期），劉凱軍的《光復初期臺灣國語教育的師

資問題》（《江漢大學學報》2014 年第 1 期），朱希敏的《光復初期臺灣國語運動與國

語教育重建》（《教育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黃俊淩的《光復初期臺灣教育視導制

度析論》（《閩台文化研究》2017 年第 1 期）等。由此可見，臺灣教育史研究的涉及

面相當廣泛，從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到留學教育乃至閩南方言均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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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日據時期的同化教育方針和光復後國語運動等傳統議題也得到繼續關注，不

過相對於其他領域的研究，教育史研究儘管十分熱絡，但無論在史料的發掘或是學

術水準的提升上，讓人眼前一亮的優秀文章卻較為少見，這有待於學界的繼續努力。  

三、經濟史研究 

經濟史研究歷來是大陸臺灣史研究較為薄弱的環節，日據時期及光復後臺灣史

研究亦不能外，總的來說學界專業從事臺灣經濟史研究人數較少，有時是中國社會

經濟史研究的學者偶爾客串研究該領域，因此往往缺乏系統或顯示出散亂的局面。  

近年來的日據時期與光復後臺灣經濟史研究，在專著方面值得一提的有王鍵的

《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經濟政策研究 1895-1945》（上、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 2009 年版）《日據時期臺灣米糖經濟史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 2010 年版），

前者對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的經濟政策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梳理，指出日本殖民者發

展臺灣經濟多非為臺灣自身的需要和自然發展的結果，而是為了將其變為資本輸出

地、商品傾銷地和原料來源地。後者特別就日據時期的兩大產業米糖做了細緻分析，

涉及米糖相尅問題、土著資本問題、日本糖業資本擴張問題等，揭示了臺灣經濟的

殖民地屬性。這兩部著作卷帙浩瀚，既有作者的自身的見解也吸收了海內外諸多學

者的研究成果，是日據時期臺灣經濟史的重要參考書。光復後的相關著作有程朝雲

的《戰後臺灣農會研究 1945-1975》南京：鳳凰出版社 2014 年版）。 

在臺灣經濟史相關論文方面，日據時期主要有陳豔雲的《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

對南洋種養業的調查與日本南進政策》（《求索》2010 年第 8 期），王林楠的《日據時

期臺灣煤礦業的發展變遷》（《中國礦業大學學報》2010 年第 1 期），筆者的《日據時

期臺灣移民問題初探》（《臺灣研究》2010 年第 2 期），潘健的《日據時期的臺灣紅茶

業》（《廣東社會科學》2012 年第 6 期）《日據時期臺灣茶業同業組織制度變遷探析》

（《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12 期）《日據時期台海商貿的異化與延

續——以臺灣“條約港”與“特別輸出入港”為中心》（《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4 年第 6 期），武政文的《日本統治時期臺灣農業現代化發展的特點及啟示》（《青

島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4 期），李博強的《甲午戰後日本對臺灣

地區的鹽業調查》（《臺灣歷史研究》2014 年），林敏容的《日據時代臺灣鹽對香港、

澳門的輸出》（《海洋史研究》2014 年第 2 期），王玉國的《日據時期臺灣茶業同業組

織業務演變述論》（《閩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 年 3 期），周翔鶴

的《宗主國中小資本在殖民地——以日據時期臺灣“米糖相克”問題為例的研究》（《臺

灣歷史研究》2015 年），周詩吟的《日本統治臺灣時期土地清丈對臺灣的影響》（《財

經政法資訊》2015 年第 6 期）等。光復後臺灣經濟史研究主要論文有程朝雲的《光

復初期臺灣化肥工業的接收與重建 1945-1949》（《臺灣光復六十五周年暨抗戰史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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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2 年版），汪小平的《臺灣光復初期陳儀的

財政政策及其效果》（《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 年 10 期），黃俊淩的《臺

灣光復初期善後救濟業務之探析》（《惠州學院學報》2014 年第 5 期）《20 世紀 50 至

60 年代臺灣與琉球經貿關係初探——以國民黨當局台琉經貿政策為中心》（《臺灣研

究集刊》2015 年 5 期），郭小燕的《臺灣光復初期行總救濟麵粉的施放》（《惠州學院

學報》2017 年第 4 期），張躍的《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臺灣經濟改革的再思考——基

於唯思史觀的視角》（《北京社會科學》2017 年第 5 期），程朝雲的《戰時財政背景下

的金門土地改革 1952-1957》（《軍事歷史研究》2017 年第 2 期）等。 

從上述日據時期及光復初期臺灣經濟史研究的描述看，呈現出以下特點：即研

究議題較散，未形成熱點課題和集聚效應；農會、茶葉與鹽業的研究成為若干學者

的共同關注點。在經濟史研究中，張躍的論文《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臺灣經濟改革

的再思考——基於唯思史觀的視角》引起了我們的注意，作者提出以唯思史觀研究

戰後臺灣經濟史，他的主要觀點是：唯思史觀認為人類社會主要是依靠思想力推動

前行的，人類社會每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進步和長期繁榮都是思想解放、文化進

步、觀念更新、制度創新的結果。因此經濟學研究不能僅僅以所謂科學的方法研究

客觀物質資料、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因為它忽視了人在經濟活動中的主動性和主

導性，應當注重思想、制度、政策等等是如何作用於經濟及其變化的。唯此經濟學

科才能真正成為“人的科學”而不是“物的科學”。1950 年代的臺灣經濟政策受制於孫

中山民生主義核心思想“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提出統制經濟、計劃經濟的

方針，在光復後接收臺灣經濟部門的過程中極力擴張國家資本，1946 年政府控制的

統制性經濟占了全台 70%的產業和 72%的土地。而自由經濟在臺灣的落地則與蔣碩

傑與尹仲容的相遇息息相關，正是由於尹氏接受了市場經濟的新思想，對臺灣經濟

改革的關鍵性決策產生了決定性影響。緊接著 1952-54 年的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大辯

論徹底改變了臺灣統治者的思想觀念，一系列政策的實施使得臺灣開始了經濟起飛。

作者曾經發表多篇文章推介唯思史觀，稱之為經濟學的創新論述。唯思史觀的提出

誠然提供了一條新角度觀察經濟問題的路徑，但顯然與主流的唯物史觀有所抵牾，

後者主張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儘管也提

出反作用力的觀點，然其與唯思史觀強調的思想觀念決定論無疑有截然不同的意涵，

在一些學者看來後者甚或可歸於唯心主義史觀之內。究竟應如何看待這一主張，值

得後續持續關注其發展。 

四、文學史研究 

臺灣文學史的研究一直以來都是臺灣文史中研究最繁榮的一個領域，臺灣文學

與文學史研究在大陸臺灣研究界無論是研究者人數或是研究群體活躍度上，已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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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史研究，呈現百花齊放、碩果累累的局面，頗令吾等汗顏。至於近年來的臺灣

文學史研究，其論著之豐不是短短一節簡述可以涵蓋的，故僅舉其要者予以介紹。  

在專著方面，根據朱雙一教授的統計從 2008 年至 2014 年，大陸學界專以臺灣

文學為研究對象的學術著作就有 60 部左右（尚不包括台港澳和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

著作）。以下舉其要者予以介紹。文學史類著作（含某一文體的發展史）有古遠清的

《臺灣當代新詩史》（臺北：文津出版社 2008 年版），方忠的《臺灣散文縱橫論》（南

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章亞昕的《二十世紀臺灣詩歌史》（北京：人民文

學出版社 2010 年版），古遠清的《海峽兩岸文學關係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朱雙一的《臺灣文學創作思潮簡史》（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0 年版），張清

芳、陳愛強的《臺灣當代散文藝術流變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黃萬華

的《多源多流：雙甲子臺灣文學（史）》（廣州：花城出版社 2014 年版），徐樂眉的

《百年臺灣電影史》（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6 年版）；斷代史或史論性質的有傅蓉蓉

的《當代臺灣文學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4 年版），古遠清的《幾度飄零大陸

赴台文人沉浮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0 年版），朱雙一的《穿行臺灣文

學兩甲子》（廣州：花城出版社 2014 年版）。專題理論探討如朱雙一的《臺灣文學與

中華地域文化》（廈門：鷺江出版社 2008 年版），古繼堂的《臺灣文學與中華傳統文

化》（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0 年版），計壁瑞的《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記:殖民時期臺灣

新文學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2010 年版）汪景壽的《臺灣文學的民族傳統》（廣

州：花城出版社 2012 年版）、樊洛平、王萌的《海峽兩岸女性小說歷史流脈與創作

比較》（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此外對臺灣傳統文學的探討有黃乃江的《臺

灣詩鐘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版）《東南壇坫第一家——菽莊吟社研

究》（武漢：武漢出版社 2011 年版），丘鑄昌的《臺灣近代三大詩人評傳》（武漢：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陳娟英的《板橋林家與閩台詩人林爾嘉》（福州：

海風出版社 2011 年版），等等。 

相關文學史論文方面，有劉小新的《臺灣文學研究中的殖民現代性幽靈》（《東

南學術》2009 年第 5 期），藍天的《日據時期臺灣文學形態的嬗變》（《學術與交流》，

2009 年第 8 期），）陳美霞的《現代性與臺灣日據時期通俗文學論述》（《華文文學》

2009 年第 2 期），朱雙一的《從祖國接受和反思現代性——以日據時期臺灣作家的

祖國之旅為中心的考察》（《臺灣研究集刊》2009 年第 4 期），計璧瑞的《文學書寫中

的殖民現代性表徵及其文化政治寓意》（《華文文學》2010 年第 3 期），沐昀的《本土

立場與東方視野——呂赫若日記初探》（《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 年第 5 期），

高平的《日據初期臺灣漢詩領袖籾山衣洲詩學研究》（《外國文學》2010 年第 1 期），

張羽的《日據時期臺灣醫師的疾病醫療書寫研究》（《臺灣研究集刊》2010 年第 2 期），

馬英萍的《日據時期臺灣文學評論四階段簡評》（《臺灣研究》2011 年第 1 期），黃萬

華的《去殖民性進程中的戰後初期臺灣文學》（《臺灣研究集刊》2011 年第 2 期），張

暢的《論海峽兩岸鄉土抗日小說中的人物形象》（《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2012 年第 1 期），馬泰祥的《殖民地身份認同與左翼傾向——以《臺灣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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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1935-1937)創作群體為中心》（《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3 年第 2 期），黎湘萍的

《臺灣光復初期公共領域的建立與文學的位置:1945～1949》（《華文文學》2013 年第

1 期），馬泰祥的《殖民地左翼文學刊物的堅持與潰敗:《臺灣新文學》(1935—1937)

之文化生產研究》（《臺灣研究集刊》2014 年第 5 期）《在臺灣文學史知識序列的建構

中——論日據臺灣日語文學創作與文學歸屬問題》（《華文文學》2015 年第 5 期），樊

洛平的《面對殖民現代化的質疑和批判——以日據時代的臺灣小說創作為例》（《河

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 1 期），馬泰祥的《日據臺灣作家的

日語創作實況及其意義》（《江蘇社會科學》2016 年第 6 期），郭俊超的《鄉土文學：

概念的理論想像與形構——以臺灣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鄉土文學論爭為中心》（《北京

社會科學》2017 年第 8 期），郭麗平的《臺灣內渡文人的心態及其影響下的文學創作》

（《泉州師範學院學報》2017 年第 3 期）和李鈞的《專題研究：深化臺灣新文學研究

的最佳路徑——以 1926-2016：臺灣小說中的中華敘事研究為例》（《山東大學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 3 期）等。 

透過上述臺灣文學史研究成果的簡短展示，我們可以看到學界對臺灣文學史、斷

代史和專題討論的諸多探討和對臺灣文學整體發展及某一文體發展歷史的詳細梳理。

中國大陸的臺灣文學史研究者對於臺灣文學的定位，早在 1990 年代初就已經相當明

確：“一方面它是中國一個省區文學，平列於中國諸多省區的文學之中；另一方面，

又因其特殊歷史際遇所形成的與大陸各省區文學不同的進程、形態和積累 ,，超出了

一般省區文學的意義”（劉登翰、莊明萱、黃重添等：《臺灣文學史》，海峽文藝出版

社 1991 年版，第 13 頁）。因此，近年來的大陸臺灣文學史研究既有對臺灣文學的中

華敘事、臺灣文學與中華文化、臺灣文學與民族傳統等等的闡述，也有對於臺灣文

學的地域特色的描述及其互動的討論，認為二者是辯證統一的關係。譬如朱雙一在

《臺灣文學與中華地域文化》一書中開宗明義點出其“試圖從臺灣原住民和閩粵族群

創作所體現的本土地域文化特色和 1949 年前後隨國民黨退居臺灣的各省作家帶來全

國各地域文化因素等兩個方面，來論證臺灣文學和文化儘管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

卻仍保持著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和基調，因此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中比較特殊的

一元。”自然，其中便不能不牽涉到臺灣文化多元性和究竟哪一種文化佔據著主導地

位的討論，從這一角度而言，當前海峽兩岸的主流臺灣文學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

一定的認知落差。這也正是兩岸學者應作進一步交流討論的地方。此外，對於臺灣

文學史中的鄉土文學論爭及其流變、殖民現代性論述、臺灣文學研究中的意識形態

問題等，亦開始有學者提出了反思。更有學者提出重寫中國文學史的主張，因為臺

灣文學在中國新文學史中一直處於邊緣的位置，始終沒有一部令人滿意的有機融合

兩岸文學的整體性的新中國文學史的出現，令人不無遺憾。 

五、原住民歷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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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最早的居民無疑是原住民（亦稱臺灣少數民族），其歷史大致可分為遠古至

荷據及荷據之後兩個大的發展階段，前期儘管有來自大陸政權多次經略活動的外部

刺激，總的來說屬於原住民族的自然歷史發展時期；後期則伴隨著早期西方殖民者

的入侵、大陸漢人的大量移民及淪為日本帝國主義下的殖民地，其自然歷史發展進

程被打破，進入了與他民族相競爭與融合的發展階段。我們關注的時間點（日據時

代與光復後）則屬於臺灣原住民近現代歷史，近年來相關研究有日漸熱絡的趨勢。  

臺灣原住民歷史的主要專著有陳建樾的《臺灣原住民歷史與政策研究》（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 年版），全書共分 6 章，但僅其中緒論及第 1 至第 4 章為

原住民歷史研究，其他章節其實與原住民歷史問題沒有直接關係。書中回顧了新中

國臺灣原住民研究的歷史，並就荷蘭西班牙日本殖民地下的原住民政策、皇民化運

動與原住民、基督教與原住民乃至原住民“自治”“正名”活動等等進行了研究。作者為

大陸長期研究臺灣少數民族的學者，著有諸多成果，在目前大陸地區臺灣原住民研

究中屬於較高水準。 

其餘主要相關論文有吳春明的《跨文化視野下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認知與“族稱”》

（《臺灣研究集刊》2009 年第 4 期），彭聽的《臺灣高山族日據時期重要文獻簡述》

（《湖北函授大學學報》2010 年第 5 期），李理的《日據臺灣時期警察對原住民的綏

撫與鎮壓》（《抗日戰爭研究》2010 年第 4 期），王鍵的《日據時期臺灣少數民族武裝

抗日鬥爭探析》（《臺灣光復六十五周年暨抗戰史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九州

出版社 2012 年版），楊曉斌的《日據時期臺灣蕃童教育考》（《教育評論》2011 年第

6 期），張崇根的《日據時期的臺灣民族學調查與研究》（《臺灣研究集刊》2012 年第

4 期），崔曉陽的《日據時期臺灣長老會原住民傳教活動及其衰落探析》（《福建省社

會主義學院學報》2012 年第 4 期），賈益的《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語境中的吳鳳傳說》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6 期），陶道強、秦家偉的《日

據臺灣初期的“撫墾署”述論》（《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 年

第 4 期），李穎、陶道強的《日據後期臺灣山地政策述論》（《經濟與社會發展》2015

年 3 期），陸卓寧的《日據時期臺灣原住民境遇與文化認同問題》（《世界華文文學論

壇》2016 年第 1 期），李細珠的《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時期理蕃政策真相——讀傅琪怡

著日本統治時期臺灣原住民抗日歷史研究》（《臺灣研究》2017 年第 2 期），王湛的《日

據時期日本殖民者對臺灣山地的控制和掠奪》（《福建史志》2017 年第 2 期），賈益的

《近代中華民族認同中的日月潭番社景觀》（《青海民族研究》2017 年第 4 期），董建

輝、周慧慧的《從霧社事件看臺灣原住民族群關係》（《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

會科學版）》2017 年第 5 期）等。光復初期的有陳建樾的《統一國語與建構國族:臺

灣光復初期山地國語運動的思考脈絡》（《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3

期）和馬英萍的《臺灣“霧社事件”的日本文學書寫——戰後至今的文本研究》（《廈門

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 6 期）等。綜合上述，原住民歷史研究主要

集中在日據時期，研究方向為原住民的抗日鬥爭、殖民當局的政策和霧社事件。其

中兩篇文章值得關注：一是董建輝、周慧慧的《從霧社事件看臺灣原住民族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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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探討了以往較為忽略的第二次霧社事件，分析了日據時期臺灣原住民族群關係

和殖民者施政，不回避當時原住民自身相互之間的矛盾，認為第二次霧社事件是總

督府“以蕃制蕃”策略的一次極端表演。事件後新政的實施，則改變了臺灣原住民社會

結構和文化關係，使其族群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另一篇是賈益的《近代中華

民族認同中的日月潭番社景觀》，通過日月潭景觀的人文變遷透視其間的文化意義，

指出：日月潭從清代“水沙浮嶼”“番人向化”的象徵，至日據時期臺灣新八景代表的國

家控制與理蕃典範，再到光復後中華認同下的臺灣西湖和光華島，日月潭與其說是

自然景觀，不如說在人們的刻意解讀下成為了“民族景觀”，這種深入景觀內部文化意

蘊與權力關係的分析方法，在歷史研究領域較具新意。 

六、歷史人物研究 

人物研究歷來是大陸歷史研究的傳統議題，也是臺灣史研究的熱點。早期的人

物研究多集中在鄭成功、施琅、林爽文、劉銘傳、丘逢甲研究等。近年來日據時期

及光復初期臺灣人物研究開始得到重視和開展，這與臺灣史研究逐漸偏向近現代史

有關。於是林獻堂、蔣渭水、陳儀等歷史人物研究的論著逐步多了起來，2008 年 9

月在河南開封舉辦的《林獻堂、蔣渭水與臺灣歷史人物及其時代學術研討會》則標

誌著相關研究的一個高潮。 

近年來的臺灣歷史人物研究在專著方面，日據時期主要有康化夷、康詠秋的《黎

景嵩與乙未反割台鬥爭》（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丘鑄昌的《臺灣近代

三大詩人評傳》（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王穎的《霧峰傳奇——臺

灣抗日英雄林正亨生死傳奇》（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 2016 年版），政協宿遷市宿遷

區委會編：《民族英雄楊泗洪》（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2012 年版），孫風華的《章

太炎、連橫民族文化思想之比較》（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3 年版），林泉的《臺灣近

代歷史的全新視角——深受中華傳統文化影響的前輩臺胞》（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6

版），嚴如平、賀淵的《陳儀全傳》（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等。光復後則有

王小平的《光復初期赴台知識份子初探——以許壽裳、黎烈文、台靜農為中心的考

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等。 

在相關論文方面，有陳忠純的《張之洞“援外保台”思路演變及其與“臺灣民主國”

關係考論》（《臺灣研究集刊》2011 年第 3 期），徐博東、黃志平的《乙未武裝反割台

義軍統領吳湯興、徐驤、邱國霖大陸祖籍考》（《臺灣研究》2015 年第 6 期），楊淑雲

的：《從培遠堂聯額看丘逢甲乙未內渡初期的心態與情志》（《大眾文藝》2010 年第

14 期），冀滿紅的《丘逢甲與南洋華僑》（《東南亞研究》2010 年第 6 期），）楊齊福

的《再論 1911 年梁啟超臺灣之行》（《學術評論》2012 年第 1 期），倪霞的《日據初

期後藤新平與臺灣殖民地初等教育》（《武夷學院學報》2014 年第 1 期），趙一順的《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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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如抗日思想述論》（《臺灣光復六十五周年暨抗戰史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年版），李鑫的《臺灣作家許地山抗日愛國思想與活動述論》（同上），

武繼平的《郁達夫訪台史實考訂》（《東嶽論叢》2011 年第 3 期），嚴泉的《蔣渭水思

想文化遺產與兩岸共同歷史記憶構建》（《現代臺灣研究》2013 年第 1 期），楊彥傑的

《許壽裳與臺灣光復初期的民族文化重建》（《臺灣歷史研究》2015 年），李細珠的《臺

灣光復初期許壽裳若干史實考釋》（《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 3 期），

褚靜濤《陳儀與日據下臺灣研究》（《南京社會科學》2009 年第 2 期），肖如平的《臺

灣省主席陳誠與蔣介石的合作與衝突》（《臺灣研究集刊》2014 年第 1 期）， 

從臺灣歷史人物研究的趨向看，梁啟超、連橫、許壽裳為諸多學者關注，梁啟

超的研究，既有歷史學者也有文學研究者，連橫由於其愛國史家、著名報人的定位，

受到較大的關注，而許壽裳的研究的興盛則由於新史料的刊佈為其契機，黃英哲、

許雪姬、楊彥傑諸位教授發佈與出版的相關史料和在泉州閩台緣博物館召開的研討

會，激發了研究者的熱情。再則從研究範式而言，人們在研究臺灣歷史人物時，注

意將其納入中國近代史的大框架內予以考察，譬如連橫、林獻堂、林祖密、林正亨

等的祖國認同問題，光復後赴台大陸知識份子的心路歷程及其大陸情懷等。不過，

大陸學界的臺灣歷史人物研究也存在明顯的盲點，即對於日本殖民時期的在台日本

人物的研究十分薄弱，除了個別的如伊澤修二、後藤新平討論外，可謂成果寥寥，

這是需要認真對待與亟待補齊的短板。 

最後有必要提及介紹大陸地區臺灣史研究相關研究成果的幾部重要著作。第一

本是張海鵬、李細珠主編的《當代中國臺灣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5

年版），全書共分六章（臺灣通史撰寫與理論方法、明以前臺灣史研究、清代臺灣史

研究、日據時期臺灣史研究、臺灣光復與重建研究、1949 年以後臺灣史研究），系統

梳理了大陸地區學界的研究成果，“每章基本上包括三方面的內容：一是按問題述評

重要研究論著的學術貢獻，清理相關問題研究的發展脈絡；二是概述重要研究資料

的整理與出版情況，提供相關研究資料線索；三是指出既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有

待於進一步研究的問題，指明新的研究方向”（第 3 頁）。第二本是李細珠主編的《中

國大陸臺灣史書目提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5 年版），書中收集 1949

年以來的大陸臺灣史研究主要著作與資料書目（含大陸學者在臺灣及海外出版者），

對臺灣研究工具書和主要研究期刊與集刊進行簡明扼要的介紹。第三本是曾惠民、

司方維的《臺灣文學研究 35 年（1979-2013）》（鎮江：江蘇大學出版社 2015 年版），

對 35 年間臺灣文學與文學史研究的狀況作全面的描述，分進程篇、專題篇、學者篇

和史料篇。 

綜合以上論述，我們再簡略總結近年來大陸臺灣史研究的幾個特點： 

一是地域特色，即作者群的地域所屬大多為福建學者，但同時作者地域範圍也

有趨於擴大的態勢。這一特色的形成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福建臺灣一衣帶水，二

者的關係有所謂“五緣”之說，且不論其是否具備嚴格的學術意涵，閩台之間的政治、

經濟、歷史、文化等等關係之密切，毋庸置疑。正是在這樣的狀況之下，福建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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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臺灣有天然的親近感和瞭解欲望，又因其身處臺灣人的原鄉，對臺灣文化臺灣人

性格較有相對更近的切身感受，資料搜集較易。因此，大陸臺灣史研究群的福建地

域特色應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此正如研究港澳以廣東學者為主、研究朝鮮以遼寧等

東北學者為主一樣。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其他地方的臺灣史研究學者的崛起，

由於臺灣研究在大陸已蔚為熱潮，導致無論東西南北各個地方，都有臺灣史研究者

的存在，這也是其他區域歷史研究較少出現的現象，反映了臺灣研究的特殊性。不

過若論專業研究機構，目前仍然是南北兩個重鎮並峙的局面，即以廈門大學臺灣研

究院歷史研究所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為主。 

二是史料整理成效卓著，但仍有較大發展空間。近年來的臺灣歷史資料搜集整

理工作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除了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與中國第一、第二歷史檔

案館共同編纂的《館藏民國臺灣檔案汇编》（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6 年版）洋洋 300

冊之外，又整理出版有陳支平主編的《臺灣文獻彙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2014

年版），尹全海、龐媛媛主編的《中央政府賑濟臺灣文獻·民國卷》（北京：九州出版

社 2014 年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福建省檔案館、福建師範大學合編的《明清

宮藏閩台關係檔案彙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等，各類史料，卷帙

浩瀚。它們是自臺灣銀行本《臺灣文獻叢刊》印行半個世紀來又一次規模龐大的臺

灣歷史資料發掘整理工作，對於臺灣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開展發揮了極大的推動作

用。然而，大陸對於臺灣歷史資料的發現與整理之潛力當遠不止於此，在中國第一、

第二歷史檔案館還有不少的臺灣史料有待“出土”面世自不待言，各地方檔案收藏單位

也有豐富的相關資料有待開發利用，譬如福建省、廈門市、武夷山市（原崇安縣）

以及漳州泉州的地方縣市檔案館和地方誌委員會，都典藏不少的涉台珍貴史料，相

信假以時日會有更多的驚喜發生。 

三是臺灣史研究的領域與研究範式有待拓展與提升。平心而論，近年來大陸地

區的臺灣史研究雖然獲得了長足的進展，但從研究方法、研究領域和研究深度各個

方面來看，仍有相當的提升空間。我們的研究基本上還是傳統的史學研究方法，尚

未充分吸收各個學科理論而為臺灣史研究所用，亦即較少見交叉學科知識運用下的

臺灣史研究。再則，多見政治史、經濟史、文化教育史等傳統研究範式，較少見環

境史、醫療史、心態史等的創新研究。在史料運用上，較偏重中文史料，而忽視或

未能有效利用外文史料；較注重文獻資料，而忽視或較少開展田野調查。在具體研

究領域上，以日據時期為例，臺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不得不與宗主國日本發生大量

的聯繫、有大批日本政府、企業、官員、工商業者、軍隊、教師、警察等等人員前

來臺灣，然而我們發現當前的臺灣史研究對於殖民地與宗主國框架下的台日關係的

研究卻相當薄弱，實事求是地說，當時日本對於臺灣的影響相對於其他方向無疑要

大得多，忽視了這個方面，我們的研究必然是偏頗和不充分的。以上均為大陸地區

臺灣史研究今後亟待加強及向臺灣同行交流與借鑒的重要方面。 

最後，我們期待海峽兩岸的臺灣史研究能夠加強交流與合作，不論是常態的互

訪、舉辦學術研討會，還是組織田野調查，共同進行課題攻關，都有進一步強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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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此外，由於種種原因，兩岸在史觀上，在對一些歷史問題、歷史事件等等各

個方面的解讀和觀點恐怕都有相當的差異乃至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我們必須正視

這些客觀事實，任何學術領域，有不同觀點都是正常的，應該也必須從學術的角度，

科學的方法，理性的態度，開展學術研討，應擺脫意識形態影響，從最基本的原始

史料出發，有一份資料說一份話，相信這是兩岸臺灣史研究共同進步發展繁榮的必

由之路。 


